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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一种语境论，主张意义来源于延异且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滑动。德里达

的延异理论对文本的解释持有开放的、非封闭的态度，因此可被视为一种反基础主义的语言哲学。通过

分析认为，德里达反对语言基础主义的实质，是认为无法建立意义、真理、在场三者之间严格的符合关

系。在梳理并重构了德里达的论证方式之后，认为其论证过程有赖于预设的两个前提，指出意义理论的

建立可以绕开真理与存在之间的符合关系。本文接受德里达式解构在激发文本内容上的进步，但也谨慎

对待解构对其他意义理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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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rrida’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considered to be a contextualism, which asserts that meaning 
derives from extension and slides with context. Derrida’s theory of différance holds an open and 
non-closed approa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and can therefore be seen as an anti-foundation-
al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 is argued through analysis that the essence of Derrida’s opposition 
to linguistic foundationalism is the belief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 strict conformity be-
tween meaning, truth, and presence. After sorting out and reconstructing Derrida’s argumentation, 
it is argued that his argumentative process relies on two presuppositions, pointing out that a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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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aning can be built in such a way that it bypasses the conformity relation between truth and 
existence. This paper accepts the advances of Derridaian deconstruction in stimulating textual con-
tent, but is also cautious about the limitations that deconstruction places on other theories of mea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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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里达的语言哲学主张应通过语境和上下文进行阅读和解释，强调理解的多样性。延异理论认为对

文本的解释将永远敞开，这与基础主义哲学的解释方式针锋相对。 
当德里达的作品传入英美哲学界时，尤其是英译版声音与现象的出版之后，学者们掀起了关于德里

达语言哲学和反基础主义的讨论。牛顿·加弗曾对德里达评价道：德里达的分析或“解构”的核心是一

种持续的论证，反对任何纯粹和简单的东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作为符号意义的基础[1] (p. xx1)。
罗蒂认可加弗的看法，并认为德里达的真正目标是将语言哲学作为一种对“基础”的探索，作为一种将

告诉我们“意义如何可能”或“语言如何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探索[2]。 
语言是否具有无可辩驳的、基础性质的解释；意义是否可以由一个“基础”所奠定而确立，就是语

言是否具有基础主义解释的问题。为了明晰这个问题所关心的问题域，我们首先对“基础主义”进行一

个阐明。《剑桥哲学词典》中对该词的定义是：“在知识中，存在特定的实例是基础的或非推理的，可以

作为一种根据，成为其他知识得以被推理出来的前提条件……可以对基础论证和基础知识的本质进行精

确解释。”[3] (p. 356)这个定义也暗示着基础主义的解释必须满足以下条件：(a) 它能对研究对象起到详

尽无遗、无可辩驳的解释；(b) 它是一种无法超越的解释，是对问题的最终定论。这也就意味着基础主义

的解释建立在真理之上，它不可辩驳，以至于无法想到更好的其他解释，任何可能形成竞争的解释都会

陷入自我矛盾。语言的基础主义解释，即是我们对语言做出本质上的解释，是将语言置于不容置疑的、

不允许滑动的概念之下。 
如果对语言的解释是推论的，非基础的，那么意义的最终澄清有赖于语言的发生环境与上下文的辅

助，只有并行的各种因素助力于推论，意义才有可能完全呈现；如果对语言的解释是非推论的、基础的，

那么在语言的内部就可以找到决定语言意义的语核，意义与语境等外部因素无关。 
持基础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语言的意义可以通过最佳解释来进行固定，语言的使用和解释不允许发

生滑动，存在一个基础使语言的意义形成有迹可循的封闭圈。石里克深信是语言的使用规则构成了意义

的来源，“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4] (p. 142)卡尔纳普认为：一个语句是

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它是可证实的，且此语句的意义即为证实它的方法。[5] (p. 24)胡塞尔曾明确表达了对

单义的、明确划分了的语词含义的确定，所需要的只是“将本质直观地当下化”[6] (pp. 212-213)。他想通

过先验直观和明见性来支撑和确定语词所指向的原初概念。由此，语词的意义毫无疑问来源于先验的本

质直观，能够被清楚明白地解释和运用。 
反基础主义者的意见直截了当，“从给出英语句子的真值条件，到建设一种权威圣典的概念来‘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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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实在的真实与终极结构’之间，无路可走”[7] (p. 136)罗蒂坚持认为，试图通过语言运行的机制来把握

哲学问题和人类思想的实质，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歧途。后期维特根斯坦同样不认为语言具有基础主义解

释，他用“家族相似”的方法来刻画语言的相似性：我们看到了一张由彼此交叉重叠的相似之处构成的

复杂网络。他否认语言和概念具有明确的边界：我们不知道界限，是因为从未有过界限[8] (p. 44)。福柯

认为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意志可以“修正”语言中的错误。真理意志并不能成为话语意义的根据，同样也

经不起谱系学的检验。如同福柯在政治哲学上的观点，这种看似有客观的真理意志，实际上不过是制度

的代言人，它受到制度与权力的支持的同时，同样受到制度与权力的限制[9]。 
与上述几位反对者的立场一样，德里达也反对语言具有基础主义解释。德里达有一个著名的宣言“文

本之外无他物”，尽管对此句话的解读众多，但罗蒂对这句话的评论更贴近德里达的原意“德里达似乎

正是赞成维特根斯坦的命题‘意义是语境的一个功能，而且对于再语境化的无尽序列来说并不存在理论

的障碍’”[10] (p. 125)。对此我们可以在德里达《有限公司》一文中找到证据，他写道：“解构论的这

个短句子(‘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被某些人当成了一种口号，被理解得如此糟糕，其实它只是说：在语

境外什么也没有[11] (p. 136)。” 
我们暂且搁置这个宣言的正确与否，仅从这句话本身我们可以看出德里达对哲学探讨和语言分析持

有开放的、非封闭的态度。一方面，德里达主张理解不能脱离语境，语境并非固定不变且处于生成破灭

的变幻之中；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我们永远不能辨别是否正确地识别了语境。如果语言与意义的关

系不是封闭的，那么这种开放的语言立场必然否认意义可以落在既定的边界内。关于语言符号的解释是

可以滑动的，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翻译结果，这将从理论上拒绝一个能够固定语言意义的、基

础主义的解释存在。如德尔默·莫兰评价到：“一切种类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与其语境紧密联系

中产生达到或揭示一中心意义的幻觉。……德里达的使命是证明掺混，而不是去证明意义中运作着纯粹。”

[12] (pp. 412-413) 
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意义被认为是通过阅读，去唤醒和恢复书写者在过去埋下的思想，将过

去的、他人的语境现时化和自我化，从而将意义“兑现”(cashed in)出来[13]。那么，如果语境的复刻和

再现是不可能的，这种还原就无法成功，兑现的标准也更是无从谈起。 

2. 胡塞尔的基础主义语言观 

德里达的哲学生涯是以研究胡塞尔作为起点并展露锋芒的，德里达关于语言哲学的观点自然离不开

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问题的触及。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证明哲学是一门具有自身基础的学科—

—哲学并非建立在其他学科之上，而是作为其他学科需要从中汲取养分的基础学科存在。现象学就是胡

塞尔为哲学建立的一条通向自我基础的道路。但任何证明哲学和现象学可作为坚实基础的尝试都面临一

个绕不过去的困难，即哲学始终是通过语言建立的，而语言终归是一个不断演进、不稳定的、经验主义

的现实。如此，问题呼之欲出，哲学家在通过语言来转述自己思想的时候，如何能保证语言符号忠实地

翻译了哲学家脑海中的思想呢？换而言之，如何才能说明哲学与哲学必须借之提出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

一对应的关系？胡塞尔的努力在这一刻遭受到了语言学的诘难，这一诘难严峻地挑战了胡塞尔现象学的

必然性。 
胡塞尔的应对策略是找到一个无中介的纯粹思想领域。既然语言存在扭曲我们思想的可能性，那我

们可以探寻经验在进入语言系统之前的状态，从而绕开语言和意义对经验的扭曲——让经验可以不通过

语言的中介来直接显现自身。德里达将其概括为“原始直观的呈现”。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无中介的思想

领域，那么现象学就可以绕开语言的歪曲，真正拥有它所宣称的自明性；而哲学也能实现自我奠基，成

为其他学科的坚实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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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这个无中介的思想领域，胡塞尔对“表达”(Ausdruck)和指示(Anzeichen)、表达符号和所指

符号分别做出了一个严格的区分。胡塞尔认同这两种符号都可以表达意义，但区别在于：胡塞尔认为指

示符号是“面向某物做出的标志”，是一个共同体的交流网络对某物做出的标志；而表达符号是“属于

某物的标志”，它的意义不是由特定共同体捕获之后而赋予的，而是被一个确定的“有思”生命所激活

的。 
指示符号形成意义的过程即是该符号被社交网络捕获的过程——按照某个共同体所理解的方式被捕

获的过程；而表达符号的意义发源于一种生命活动，是生命将自己的火光衍射到现象学的所有基本观念

(生命、在场、精神等)中所形成的投影，这也是表达符号可以避免现象学还原的关键原因。因此，胡塞尔

认为指示符号并不从属某物本身，相比之下表达符号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符号，前者不稳定、不绝对、

转瞬即逝，后者不可还原、不被干扰，是天然适用于思考的符号。德里达在中指出，对于胡塞尔而言：

“语言的本质在于其永恒(telos)之中，这种永恒就是自愿的意识也就是意义。”[14] (p. 18)按照胡塞尔的

思路出发，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由表达符号构成的前思想领域，这个稳定的、永恒的思想领域可以成为哲

学反思的基本对象。那么哲学的基础、现象学的必然性将得以确立和证明。 
然而，在德里达看来，胡塞设定前思想领域的尝试是失败的。首先，胡塞尔对表达符号的解释：一

种生命火光的“投射”。这种生命和现象学的交织，导致了经验的生命被视为了先验的生命——是源于

观念的生命。表达符号的意义其实来源于先验的生命，是先验自我赋予了意义以自明性。但无论是先验

自我还是自明性，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客观地来说，正如德里达指出的，胡塞尔为了意义的透

明设立先验自我，但却无法解释作为前提的先验自我是如何构成的。 
其次，胡塞尔对表达符号和指示符号的区分并不成功。胡塞尔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解释、引

号、改写和重构来防备两种符号可能会引起的混淆。这种防备恰恰说明了表达符号和指示符号之间并没

有如胡塞尔宣称的那样存在着天然而泾渭分明的界限。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防备是徒劳的，表达符号和

指示符号的相互“渗透”是一种既定现实，前者与后者之间的联系并非能简单阻断，从动态的符号世界

中提取出表达符号在操作上并不现实。既然作为前提的区分操作并不现实，我们也有理由判断作为结果

的表达符号很有不可能并不存在。 
最后，胡塞尔所建立的现象学要求必然性，必然性则要求直接性或者说无中介性、要求完满的在场。

胡塞尔的应对方式是重复，理想的、近乎于完美的重复，避免了中介，达成完满的在场。德里达针锋相

对地点出了这种无中介性只是一种理想形式上的幻想：一个普通的在场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不定地被重复

为同一个在场。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无中介的、完满的在场，这个没有异质性作为中介的在场，

那么乌有(rien)就会消失，我们也同时失去了回答为什么是此而不是彼的能力。与此同时，随着乌有、异

质性的消失，任何语言都不能自由地发挥作用。 
胡塞尔证明现象学必然性的过程之所以困难重重，根本原因是胡塞尔触碰到了“如何使意义得到澄

清”的问题，但却无法给意义的来源提供满意的解释。在德里达看来，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是胡塞尔对理

想性的致命缺点选择了充满热情的失明：“这种失明存在，它能够不定地在自身在场的同一性中为了同

一性而被重复，即使它并不实存。”[15] (p. 4)胡塞尔，如他的哲学申明一样，致力于打破形而上学的桎

梏，但在语义问题上却回归了柏拉图主义：干脆把意义归结于观念性的先验自我，为观念所规定。符号

通过完满的、理想的重复行为而保持意义的同一，不同符号“分有”纯粹的观念性，从而保证意义的稳

固与透明。 
德里达不仅反对胡塞尔对语义问题的回答，同时反对任何有可能的澄清语言的意义理论。在《声音

与现象》中，德里达对此宣称：“传统哲学可以通过经典的操作方式来消除符号，这种方式通过制造符

号的派生物来消除符号本身，它将符号处理成一种简单的在场以此来废除符号的复刻和表现。但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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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哲学——也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用如此的方式确立了符号的本身及其概念，符号从其起源到意

义的核心中都被打上了如此不断衍生和消解意志的烙印。”[14] (p. 102) 
从这段话中，德里达认为语义问题和哲学操作之间不仅存在关系，而且是前者受制于后者的不平等

关系——语言的意义受制于在场，受制于对存在的承诺。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意义只可能来源于观念性

的理想重复，是先验生命的自我在场。 
显而易见，德里达认为意义理论与存在论是密不可分的，在经典操作中，意义理论只能依托符号的

重复出场去构建。他主张除了由存在论衍生出来的意义理论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意义理论。最终德

里达下了一个清晰的判断：如果哲学家试图创造一个竞争的意义理论，从而来实现对形而上学“经典操

作”的替代，这种尝试是不可能的；而唯一有可能对“经典操作”完成替代的方式就是解构(deconstruction)。 

3. 反基础主义的延异 

不综上所述，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操作不可能为符号提供基础：哲学家们既不能回溯符号的起点，

也证明不了符号以外的理念。如果要在语义问题上另谋出路，唯一的可行的方式是对存在论领域的绕过，

对基础主义的放弃，对此德里达选择的方式是延异(différance)。 
为了进一步地明晰德里达的主张，文章首先从延异的词根上去审视。在创造延异一词的过程中，德

里达参考了其在古希腊文上的词根“diapherein”，不同于拉丁语中的“differe”，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

两种内涵：一种是空间内的差别、区别；另一种表时间上的推迟行为、考虑行为。相应地，延异也结合与

拓展了“diapherein”的两种涵义，体现为空间化的差异和时间化的延宕。在德里达的定义中，延异是时

间和空间的“原初性构造”。因此，延异被视作为构成、生产的最初因果性，是产生不同差异、区分(这
种差异和区分分割了同一，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事物)的过程。 

德里达选择通过时间化的延宕和空间化的差异来进行语言探讨，那么这种时间延宕和空间差异是如

何可能的呢？意义又将如何通过延异显现？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审视时间上的延宕，在“形而上学操作”中，符号通常被视为对事

物、在场者的替代，这种替代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符号作为一种延搁的在场，延搁了人们遭遇事物的

瞬间。在曾经的事物缺席时，在我们无法呈述在场者时，人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来迂回地进行表述。在这

近乎苛刻的古典符号学中，只有事物是第一性的，真正代表了意义和所指；符号不过是当事物不在场时

不得不使用的替代，是第二性和临时性的，这种替代在紧要关头再现了缺席的事物。 
因此，当人们进入到第二性不断返还第一性的链条型思考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指向原初性的

踪迹，也就是延异。但如果简单地用本源、起源等词汇去描述，又难免陷入存在论的范畴，因为这些词

语总是指向在场和缺席之间的对立。为了既能反驳“形而上学操作”，又能避免与原初性延异产生对立，

我们应当将延异置于在场与缺席的符号系统之外——这个系统因其产生的方式注定是一个受存在支配并

不断朝向存在的系统。就这样，延异即绕开了存在论符号系统，又保留了其蕴含在时间线上的延宕。 
另一边，当我们来审视空间上的差异时，势必要重申上文的主张：语言系统并非是凭借着内容和经

验而建立的，而是依托于纯粹的差异。正是因为词汇散布在我们面前，形成着间隙不一的分布，我们才

能根据各项之间的差异来确定我所朝向的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主张，我们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当

人类在最初发展观星术和天文学时，天体距离遥远而又明暗不定，古老的人类没有技术行而有效地了解

天体的物理属性。而正是因为夜空中不同星星的散布，它们彼此之间的间隙，使得古人可以通过星星之

间的位置，分布来实现对星星初步认识和命名，乃至利用星星的散布形成知识，运用在航海和远行等具

体活动中。 
借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意义与概念绝不能够自我出场，意义与概念必然要依托于围绕在身边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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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被确定。换而言之，诸多概念蕴含在一张由诸多符号织成的网格之内，这些概念通过差异的嬉戏指

涉其他概念。这种差异的嬉戏就是延异，相应地，我们也不能将延异称之为一种概念，而是能使概念化

能够可能的可能性。这种符号与概念的网格，即是延异在空间上差异与间歇的体现。 
根据上述德里达对延异的描述，我们可以印证出德里达本人的非基础主义立场：符号的意义并不来

自于词本身，而是来源于延异这个制造彼此区分的活动。存在一种反对意见表示，意义是否可以来源于

意图？写作时的意识能否成为符号意义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澄清意图与意识

是什么。德里达认为意识即是“自我–在场”，是对在场的自我进行的感知。意图则是与写作者的在场，

与写作者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的思想。 
更为具体地说，我们无法判断作者写下的符号能否与作者的意图达成一致。即使符号的意义来源于

意图，但我们无法判断，也无从知晓。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将意义的解释归结于写作者的意识，

等同于赋予了在场相应的特权。意图则成了与写作者的在场息息相关的、带有个人经验性质的东西，当

我们用意图去确定符号的意义时，必须不断回溯写作者当下的环境、事件。如此一来，这种对意义的解

释还是需要依托于“在场–缺席”这一对存在论传统范畴。 
由此，德里达认为写作有别于一般的划痕，就在于传达了这样一种意义——这种意义虽然从当下的

系统中汲取资源，但却独立于写作人的意图。这种独立性在乍一眼看来非常难以接受，但我们可以简单

想到一个证明。想象一下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喜欢和琼斯一起吃饭”，我们无需知道作者是谁、

又或者琼斯是谁，就能理解纸条上所写句子的内容。即使你不在当时的现场，你也没有恰巧看到这个纸

条，这个句子始终是有意义的。试着想象一下一本使用说明书，我们无需知道文本的署名是谁，在何时

何处写下，就可以理解说明书中所表达的内容。当然，德里达并不否认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意图来写下和

表达相应的符号，其想强调的观念是：一旦我们写下这些符号之后，其符号的意义不再能被归结为我们

在书写它们时的意图。符号的意义独立于任何它们被书写时作者所怀有的意图。 
显而易见，在“意图与符号”的关系中，德里达有着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立场。在过去，哲学家始终将

重点放在意图的一边，意图是符号的基础，为符号提供不可滑动的意义。但德里达并不打算遵守这一传

统，他赋予了符号可迭代的性质，即句子可以仅仅通过重复替换的方式，而不需要借助作者的意图就可

以成为具有意义的句子。 
在德里达看来，写作之所以能够获得意义，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具有对词语进行引用的能力。乍看之

下，似乎很难将前者与后者联系起来。对此德里达解释道：“每个代码都隐含着重复和识别标记的可能

性，使其成为一个网络，对第三个人来说是可交流的，可破译的，可理解的，因此对所有可能的用户来

说都是通用的。因此，对于它是什么，所有的写作都必须能够在任何经验决定的接受者普遍缺席的情况

下发挥作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接收者适用的，对发送者或生产者也适用。”[11] (p. 8) 
换而言之，为了使写作可以富有意义，写下的文字必须具备一种特质，这种特征可以使当阅读者面

对这些文字时——尽管这些阅读者对写作者的个人经历完全脱离也无从知晓——仍然可以起到理解内容

的效果。 
综上所述，延异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策略。这种否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内部拒绝了语义

基础，否认语言内部蕴含着决定意义的紧密语核；二是从外部拒绝了基础性的来源，否认符号的意义由

意图决定且这种决定关系可被我们澄清。德里达认为两者皆不可能为符号提供可理解的基础，因为符号

的意义并不固定：它依托于差异间的嬉戏，依托于可迭代性，它将由环境和上下文的多样性而变动不居。

最终，意义可以通过这种嬉戏，从写作者的授权以及不可实现的考据中挣脱出来。 
到这里，我们已分析了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立场。让我们仔细审视双方在语言与意义问题上的

洞见，两者的分歧不仅仅是对符号的解释和使用，在笔者看来，两者之间更为关键的分歧是修辞在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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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在先的冲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两者不兼容的例子：“作者是一颗绿色的大树”、“正方形的

圆屋顶”，这些陈述在哲学家看来通常是无意义的。更具体地说，在哲学传统中，修辞是让位于逻辑的，

我们会借逻辑之手指出这些修辞的为何是荒谬且矛盾的。 
形而上学传统不仅承认语言具有基础，而且认为这个基础就是逻辑：符号的意义来源于观念，而观

念受制于逻辑。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这两大流派都相信符号代表着观念，并且这些观念在我

们用语言转述之前，就已经处于彼此之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之中了。若是如此，这种逻辑关系同时也意

味着符号的永恒，因为符号只由观念与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决定，而不能在时空种被定位和识别。 
与此相反，于修辞在先的方式中，尤其是在德里达那里，符号并不能获得独立于时空流变的特权。

如果我们认可延异作为赋予符号意义的可能性，那么时间的延宕化和空间的间隙化才是定位符号的先决

条件。这一发生在决定条件上的颠倒，不仅加强了主体在解释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且进一步将符号本

身脱离使用者的束缚，置于最优先级的地位。这也就是延异，将最大化文本蕴含的可能性。 

4. 重新审视德里达的论证结构 

我们需要强调，尽管遭受着支持者和反对者高度争议和两极化的评价，但德里达所主张的延异，并

不是从天而降的奇思妙想。他关注于哲学一直无法澄清的基础性问题，并认为哲学的基础有赖于语言的

稳定。德里达的论证过程为：(1) 哲学从一开始被构思，就试图提供详尽又绝对的基础性知识。(2) 哲学

是一种语言上的努力，哲学知识的存储和兑现需要通过书写和阅读文本来执行。所以(3) 如果哲学可以提

供基础性知识，那么必然要求语言具有基础主义。 
接下来，德里达认为语言没有基础主义解释，因为找不到一个能澄清并固定语言意义的理论。其论

证过程是：(1) 语言的意义有赖于意图(想表达的内容)和符号(所表达的方式)之间的关系。(2) 如果语言的

意义可以得到澄清，那要么是因为 A：符号忠实地翻译了作者的意图；要么是因为 B：意图可以直接出

场而反映了思想。德里达随即反驳了 A 和 B 两个条件，其理由是(3) 符号不能忠实翻译意图因为符号具

有可迭代性；意图不可能直接出场，因为表达内容本就来源于出场和缺席之间的游戏，如果表达内容完

全在场根本不需要借助表达只需要指出“这一个”。 
最后德里达得出结论，因为(1) 不存在一个能澄清语言的意义理论，所以(2) 语言不具有唯一的、基

础主义的解释，所以(3) 哲学不能如其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项基础主义的事业。 
从上述论证结构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德里达反对语言具有基础主义的关键在于意图与符号的

关系，我们无法证明符号与意图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归根结底是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哲学交

流之间，思想经过符号为中介进行转达，无法保证思想前后的一致性。如前文所言，哲学始终是一种脱

离不了语言的尝试，如哲学想要获得自明的基础，哲学内部必须包含一个能够使语义透明的意义理论。

作者必须保证能够通过语言符号准确无误地说出思想中的内容，即使作者的思想内容具有正确性，但如

果我们不能证明表达内容和思想内容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作者制造了一个哲学上

的进步。 
德里达将意义理论限制在在场的“意图–符号”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我们不能澄清意图与符号之间

有可能蕴含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这种否认依托于两个前提条件： 
1. 如果有一个足够完备的意义理论，那该意义理论必须依托于一个足够完备的真理体系。 
2. 如果有一个足够完备的真理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必须也只能依托于在场去构建。 
第一个前提来源于德里达对于哲学和语言关系的看法。如果哲学项目可以用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把握，

那么这种把握必然依托于一个能够澄清意义的意义理论。倘若没有这种澄清，就无法保证所使用的符号

与想表达的意义之间存在一种一致，而不得不冒着话语会篡改思想的风险来进行哲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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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讨论这个结论，该结论的前提是德里达认为意义理论只能依托于真理和真观念，正是从这个

前提出发，德里达断言我们无法找到这个真理体系，从而我们也不可能找到能够固定符号和意图关系的

意义理论。如果意义理论可以脱离真理存在，那么解释就不具备基础主义唯一性的特征。试想一个其他

的情况：意义的基础不是真理而是可验证性。那么一个解释只要满足充分的理由，这种解释就可以被视

为成立。但该方法的问题在于我们有多种路径来建立起不同可被验证的理由。这样，同一个句子将拥有

多种不同的、但足够充分的解释。一个人所言说的意思也将不再取决于说话者内在的真实想法而是外部

的判断条件，意义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再次失效。 
在第二个前提方面，对于德里达来说，不仅仅是意义理论需要通过真理的术语来进行阐述，而且所

有真理都必须要通过在场来进行阐述。德里达认为的真理实际上是象征和在场对应的符合关系，在形而

上学的传统中，真理(λογοσ)作为说出的话语，与在场、本质形成了天然的同盟。真理依靠存在物的在场

而获得了自明性和确定性。德里达对于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便是对这种一致性的怀疑，对真理与在场符

合关系的颠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伟大的问题就变成了象征所具有何种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象征

的真理与象征所代表的事物是否一一对应的问题。”[16] (p. 118)  
我们已经论述过德里达对于符合问题的立场，象征与在场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延搁而不是严密的符合。

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在场的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异，各种本体论哲学之间彼此冲突。但推开形而上学的经典

操作，我们找不到支撑这种符合关系的基础，也就不会有在场对真理的严格保证。真理没有着力之处，

依托于真理的意义理论很难取得令人信服的突破。 
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德里达拒绝了意义理论，拒绝了语言具有基础主义解释的可能性，得出只有

延异才能产生意义的结论。关于这两个前提的正确性本文暂且搁置，但不可否认的是德里达最终的哲学

结果是让修辞在语言中的地位获得极大提升，并置于逻辑之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逻辑，这个我们过

去认为是语言基础的东西，在解构中，它反而被认为是修辞的衍生品。 

5. 结语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看到，德里达具有清晰地反对语言基础主义的立场。他反对意义具有源头

和本质，可被还原；意义唯一相关的是无限的区分和错综复杂的踪迹，且不能通过任何解释来澄清。这

种模糊性也意味着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意义，就像德里达的解构在哲学界面临着两种相反的意见，持支

持态度的学者肯定的其价值，用解构的方式来重新解读文本时，可以极富成效地释放内容的丰富性和生

命力；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在具体实践中，过分遵循解构又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沟通与交流，导致没有

人可以理解任何人的极端现象。 
公允地说，我们认同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哲学事业的批判。传统哲学如果想要提供详

尽的知识，的确需要一个无可置疑的意义理论作为基础。胡塞尔将意义归结为观念性的做法也确实带有

设想的成分，并不能成为可靠的哲学依据。但问题在于，德里达将意义理论严格限定在“真理符合在场”

的前提之下，这个前提对于他最后的哲学结论是否会造成偏差，意义理论是否还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审视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与德里达一样他承认意义理论需要通过真理来构建，但他否认意

义理论只能通过真理符合在场去构建。1本文在这里不做延展，只是想表达意义理论仍具有丰富的可能性。

最后，本文欲引用一句布兰德说过的经典语句作为结尾：探寻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像探寻我和中

国的关系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之间没有关系，而在于这之间的关系实在有太多。 

 

 

1详见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章节《Radical Interpretation》《Truth and Meani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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